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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变化情景的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
———以深圳市茅洲河流域为例

彭　 建，魏　 海，武文欢，刘焱序，王仰麟∗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近年来频发的暴雨洪涝成为威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灾害类型，而土地利用变化改变了区域原有的景观结构和水文过

程，是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加剧的重要诱因，定量探讨土地利用变化对暴雨洪涝灾害及其风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以深圳市

茅洲河流域为例，基于 ＣＬＵＥ－Ｓ 模型、ＳＣＳ 模型及等体积淹没算法等，对 １２ 种暴雨洪涝致灾－土地利用承灾情景下的城市暴雨

洪涝灾害风险进行定量模拟。 研究结果显示，相同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下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随暴雨致灾危险性增加风险加剧显

著；在同等致灾危险性水平下随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中等风险和高风险区面积均呈现较为明显的增加趋势，中、高风险区面积与

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率表现出较高的协同变化特征；以 ５０ 年遇危险性水平为例，随着建设用地面积由基期的 １５３６８．８５ｈｍ２增加

至近期 １６０７６．０７ｈｍ２和远期 １６７５０．８９ｈｍ２，高风险区面积由 ２５４．０７ｈｍ２增加至 ２７６．４８ｈｍ２和 ２８６．２ｈｍ２。 由此可见，尽管暴雨强度的

增加是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加剧的根本诱因，但是以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为表征的土地利用变化对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的影响

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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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少数的几个自然灾害频发、灾情严重的国家之一［１］，存在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影响

范围广、损失严重等特征［２］，而水旱灾害则是当前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类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
市特别是沿海地区城市以建设用地快速增加为主要特征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显著，人口和财富在城市地

区不断集聚，城市自然灾害脆弱性也逐渐增强，暴雨洪涝灾害风险显著加剧。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暴雨洪涝引

起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更给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例如，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北京特大暴雨造

成 ７９ 人死亡，房屋倒塌 １０６６０ 间，１６０．２ 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 １１６．４ 亿元；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也饱

受暴雨洪涝灾害的袭击，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１ 日，深圳遭遇 ２００８ 年以来最强暴雨，造成 １５０ 处道路积水，２０００ 多辆

车受淹，直接经济损失约 ８０００ 万元。
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景观结构和水文过程，对城市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近年来逐

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随着对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不断深入，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水

文过程的影响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３⁃５］，通常认为城市化过程导致城市地区不透水面积增加，引起截留、填
洼、下渗和蒸发量减少，从而导致地表径流和洪峰流量增大［６⁃７］；建设用地的增加引起地表粗糙度下降，加上

排水系统的建设使得流域汇流速度加快，缩短了径流汇流时间［８］；农业开发活动的增加使得农业用地不断开

垦且土地利用强度增大，导致土壤入渗率减小，土壤容重增大，也增大了流域径流量和洪峰流量［９⁃１０］。 同时，
土地利用变化也严重影响着洪涝灾害的致灾过程，尽管土地利用变化对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

于暴雨事件及其空间尺度［１１］，但新世纪以来，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被认为是洪涝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之

一［１２］。 从灾害系统的角度来看，城市空间的增长直接改变了地表不透水面、河流景观等洪涝灾害的孕灾环

境，从而导致产流汇流过程紊乱和洪涝灾害的发生［４］；而孕灾环境越不稳定，城市暴雨洪涝灾害的风险就越

大［１３］。 因此，以建设用地增加、生态用地减少等为主要特征的土地利用结构与景观格局的变化是城市洪涝灾

害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８］，而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强度增大增加了对洪涝灾

害响应的脆弱性［６］，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由于脆弱性和暴露性的增加而洪涝灾害风险越大［１４］。
情景模拟是预测和防范自然灾害风险的重要研究方法，然而目前多数情景模拟研究主要针对自然灾害发

生频率和强度设置情景，缺乏更具实践意义的社会经济发展情景设置及其风险的模拟［１５］。 城市暴雨洪涝灾

害风险评价一直以来都是自然灾害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土地利用变化情景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情景的空间体

现，重点关注土地利用耦合强降雨过程这一暴雨洪涝灾害链的核心环节，是理解城市暴雨洪涝灾害形成机理

的重要途径，对土地利用变化情景下的洪涝灾害风险定量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变化

模拟不同暴雨情景下的城市洪涝灾害风险，是对景观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自然灾害风险评价的积极尝试，有
助于明晰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的影响机理，并能够提供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防范的景观

途径，从而服务于城市暴雨洪涝灾害的风险管理，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可

持续发展。

１　 研究区与数据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地处广东省中部沿海地区、珠江口东岸，是中国典型的快速城市化地区。 茅洲河是深圳市境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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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位于市域西北角，发源于深圳市境内羊台山北麓，自东南向西北汇流，全长 ４１．６ｋｍ，
共有干、支流 ４１ 条，呈不对称树枝状分布，自沙井街道的民主村注入伶仃洋。 茅洲河流域主要包括光明新区

的公明街道、光明街道和宝安区的松岗街道，以及宝安区沙井街道、福永街道、石岩街道的一部分区域，地势

北、东和东南高，西和西南低，可细分为 ７ 个二级子流域（图 １）：上游为低山丘陵，包括石岩水库、鹅颈水库及

长流陂水库三个子流域；中游以盆地与平原为主，包括罗田水库、光明农场以及燕川村为核心的子流域；下游

为地形平坦的滨海冲积平原，主要是以共和村为核心的子流域。 茅洲河流域是深圳市城市内涝的典型地区，
流域面积 ３１０．８５ｋｍ２，总人口约为 １３８ 万；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１６４２—１６４９ｍｍ，且
时空分配极不平衡，易受台风、暴雨、洪涝侵袭；流域内大部分区域位于海拔 ２５ｍ 以下，土地利用类型以建设

用地和林地为主，其中建设用地约占流域面积的 ４８％，林地约占流域面积的 ３２％。

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示意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Ｌａｎｄｓａｔ 系列遥感影像，轨道编号为 １２１ ／ ４４ 和 １２２ ／ ４４，影像采集时间分

别为 １９９５ 年（１９９５．１１．１７；１９９５．１２．３０）、２０００ 年（１９９９．１２．２３；２０００．０１．０２）、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５．０３．０５；２００５．１１．２３）、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０．１２．２３；２０１０．１１．３０）和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３．１０．１８；２０１４．０２．０６），分辨率为 ３０ｍ；珠江三角洲地区气象站

点逐日降水量，来自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全球地表覆盖产品 ＦＲＯＭ－ＧＬＣ ３０ｍ 栅格数据集，来自清

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深圳市道路交通分布、土壤类型分布图件，来自 １９８３ 年深圳自然资源调查成

果；深圳市地质灾害分布，来自深圳市地质灾害防治公共服务网；以及深圳市行政区划、ＤＥＭ 数据、雨水管线

分布、统计年鉴资料等。 投影坐标统一采用深圳市本地坐标。

２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国际减灾战略 ＵＮ ／ ＩＳＤＲ 对风险的定义，将风险表征为“风险（Ｒ） ＝ 致灾因子（Ｈ） ×脆弱性

（Ｖ）” ［１６］，提出基于土地利用变化情景的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框架（图 ２）。 其中，致灾因子（Ｈ）对应

于不同年遇型降雨强度致灾危险性水平下的洪水淹没深度，由模拟降雨－产流－径流过程实现；脆弱性（Ｖ）是
暴露在致灾风险源下的敏感程度，以脆弱性函数作为定量评估的依据，表征洪涝淹没区土地利用类型的期望

损失。 对不同暴雨致灾危险性及土地利用承灾情景下的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主要采用 ＣＬＵＥ－Ｓ 模型模拟

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基于站点历史降水数据统计分析超越概率水平，依据 ＳＣＳ 模型模拟产流－径流过程，在考

虑雨水管线的收集、存蓄与排水能力基础上，结合地形数据采用等体积淹没算法确定淹没范围与可能最大淹

没深度，并在参考已有文献确定脆弱性函数的基础上实现风险定量模拟与制图，明晰应对城市暴雨洪涝灾害

风险的景观优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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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技术路线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２．１　 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情景设定

考虑到土地利用变化作为自然与人文系统耦合作用的过程，受区域整体土地开发政策与空间规划管制影

响显著，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情景模拟面向深圳市域，在此基础上提取茅洲河流域作为风险评估研究区。 研

究首先基于研究区实际及地物光谱特征，在 ＥＮＶＩ 软件的支持下，对获取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系列遥感数据进行辐射定

标、大气校正和几何精校正等数据预处理后，采用监督分类的方法对研究区遥感影像解译分类为耕地、园地、
林地、建设用地、水体、湿地、未利用地和草地等八种地类，并结合改进的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 ＭＮＤＷＩ、归一化

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归一化建筑指数 ＮＤＢＩ 等对解译结果进行修正［１７⁃１８］，从而获得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期土地利用图作为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的基础数据，并利用获得的全球地表覆盖产品 ＦＲＯＭ－ＧＬＣ（Ｆｉｎｅｒ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数据集及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１９］，在深

圳市 １９９５ 年以来地类无明显改变的地区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 ２００ 个验证点，对解译获得的五期土

地利用类型分类结果进行精度验证。 检验结果表明，５ 期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结果均为总体精度 ８０％以上、
Ｋａｐｐａ 系数 ０．７５ 以上，能够满足研究对分类精度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以解译获得的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４ 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以年为基本步长预测 ２０１１ 年起未来一定时段的土地利用变化，并将模拟的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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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结果与实际影像解译结果进行对照验证，从而提高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的可靠性。
基于 ＣＬＵＥ－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ｔ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ｔ）模型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

在区域尺度具有明显优势，其核心是预测土地利用类型需求、明晰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以及土地利用类型

的转换次序和相对弹性系数。 土地利用类型需求预测方面，尽管过去 ２０ 年来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主要

表现为建设用地增加和生态用地的持续减少，但是考虑到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增加的建设用地通常受政

策、资源等条件的约束限制，在城市化进程的中后期增长速率会逐渐降低，与地区人口的发展情况类似而呈现

“Ｓ”型的增长态势。 因此，选择典型“Ｓ”型变化特征的生长函数———逻辑斯蒂（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曲线模型［２０］，在
ＳＰＳＳ 软件支持下对 ２０１１ 年起每年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需求预测，即以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 ４ 期土地利用类型面

积与时间间隔建立曲线估计回归模型，同时为提高模拟的精度将模拟的 ２０１３ 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与解译结

果进行对照检验，从而确定未来不同时期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需求情景。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方面，基于

多元逻辑斯蒂（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以海拔、坡度、坡向、距公路距离、距径流线距离、距海岸线距离和距灾害点

距离 ７ 个驱动因子表征地形、区位、灾害等对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以 ２０１０ 年解译的深圳市土地利用图

作为驱动力回归模型的因变量，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研究区抽取 ４００００ 个观测点，在 ＳＰＳＳ 软件支持下采

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引入和剔除自变量的概率水平为 ０．１０），分别对每种地类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并对回

归结果进行 ＲＯ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检验，从而明晰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 土地利用

类型的转换次序和相对弹性系数方面，主要在参考其他学者基于 ＣＬＵＥ－Ｓ 模型的应用案例基础上结合研究区

实际确定。 基于此，在 ＣＬＵＥ⁃Ｓ 模型空间配置模块软件 Ｄｙｎａ⁃ＣＬＵＥ 软件支持下，获得 ２０１１ 年起至 ２０２０ 年共

计 １０ 年的研究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情景。
２．２　 城市暴雨致灾危险性情景设定

暴雨作为城市暴雨洪涝灾害的主要致灾因子，是引起城市内涝的根本致灾源，因而明确暴雨发生强度与

频率成为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关键环节，即需从风险诱发的角度出发，分析暴雨事件强度及发生的

可能性。 考虑到除突发性强降雨易引发城市暴雨洪涝灾害外，区域持续性强降雨也是不可忽视的城市暴雨洪

涝致灾类型，因此，参考相关学者对区域持续性强降雨事件的定义［２１⁃２２］，选取连续三日累积降水量作为城市

暴雨洪涝灾害致灾危险性情景设定的基础，以综合反映区域持续性强降雨和突发性强降雨两种类型的暴雨事

件。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广东省境内珠江三角洲地区距离深圳市国家基本气象站 １５０ｋｍ 范围内，海拔相

近的 １０ 个气象站点（广州、东莞、增城、惠阳、台山、中山、珠海、深圳、汕尾、上川岛）建站以来的连续三日累积

降水量，作为估计暴雨致灾危险性概率密度曲线和超越概率曲线的总体分布样本，以提高空间插值的精度；并
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支持下采用非参数的核密度估计法，分别绘制各气象站点的概率密度曲线和超越概率曲线，
确定十年遇、二十年遇、五十年遇和百年遇 ４ 种重现期为研究区的暴雨致灾危险性情景。 基于获得的各站点

致灾危险性，采用适于深圳降水量较大这一特征的普通克里金插值方法［２３］，模拟研究区 ４ 种致灾危险性水平

下的连续三日累积降水量空间分布情景，并以此作为本文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 ４ 种致灾危险性情景。
２．３　 城市暴雨洪涝情景模拟

暴雨洪涝灾害是城市地域常见的洪涝灾害类型，两者通常以灾害链的形式作用于城市生态系统，并对城

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暴雨洪涝情景分析是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基础，对于明晰城

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过程、降低区域灾害风险、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开展城市暴雨洪涝情

景分析，需在明确暴雨事件发生频率与强度的基础上，充分模拟城市的降雨径流过程，以进一步模拟洪涝淹没

的范围及深度。 其中，城市降雨径流过程的模拟是情景分析的核心环节，本文主要使用 ＳＣＳ（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模型实现。 ＳＣＳ 模型是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局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提出的用于估算无观测站小流域地

表径流的水文模型，其理论基础为 Ｍｏｃｋｕｓ（１９４９）提出的 Ｐ－Ｑ 经验关系和 Ａｎｄｒｅｗｓ（１９５４）提出的图表查算

法［２４］，模型机理明确、结构简单且对数据需求低，成为国内外许多水文模型所集成的产流计算核心模块。 例

如，常用的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开发的水文评价模型 ＳＷＡＴ（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和美国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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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ＥＰＡ）提出的暴雨洪水管理模型 ＳＷＭＭ（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等均在产流计算模块采用了 ＳＣＳ
模型，从而使得 ＳＣＳ 模型成为现行通用的降雨入渗产流计算工具。 地表径流量与降水量的定量关系可用下

式表示：

Ｑ ＝
（Ｐ － ０．２Ｓ） ２

Ｐ ＋ ０．８Ｓ
Ｐ ≥ ０．２Ｓ

０ Ｐ ＜ ０．２Ｓ

ì

î

í

ïï

ïï

（１）

式中，Ｑ 为地表径流量（ｍｍ），Ｐ 为流域总降水量（ｍｍ），Ｓ 为当时可能的最大滞留量。 这里引入无量纲参数

ＣＮ 值（曲线数，Ｃｕｒ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其与 Ｓ 的关系表示为：

Ｓ ＝ ２５４００
ＣＮ

－ ２５４ （２）

参数 ＣＮ 综合反映了截留、入渗等地表过程，其数值取决于流域的地表土壤水文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坡
度以及前期土壤湿度等［２５］。 本文以 １９８３ 年深圳市自然资源调查的土壤类型图为基础，经空间数字化获得深

圳市土壤类型空间分布，参考美国土壤保持局对土壤水文组性质的定义，获得深圳市茅洲河流域土壤水文类

型空间分布；然后，基于土地利用变化情景分析中确定的 ８ 种土地利用类型，以 Ｍｉｓｈｒａ 和 Ｓｉｎｇｈ［２６］ 提供的 ＣＮ
值查找表为基础，参考相关学者在珠江三角洲、深圳市等地区基于 ＳＣＳ 模型的应用案例中对 ＣＮ 值的修

正［７，２７⁃２９］，确定研究区中等前期土壤湿润程度（ＡＭＣⅡ）下的 ＣＮ２值查找表（表 １）。

表 １　 研究区中等前期土壤湿润程度下 ＣＮ２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Ｎ２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ＭＣⅡ ｉｎ Ｍａｏｚｈ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土壤水文类型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ｓｏｉｌ ｇｒｏｕｐ（ＨＳＧ）

土壤水文类型 Ａ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ｓｏｉｌ ｇｒｏｕｐ Ａ

土壤水文类型 Ｂ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ｓｏｉｌ ｇｒｏｕｐ Ｂ

土壤水文类型 Ｃ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ｓｏｉｌ ｇｒｏｕｐ Ｃ

土壤水文类型 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ｓｏｉｌ ｇｒｏｕｐ Ｄ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６７ ７８ ８５ ８９

园地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４３ ６５ ７６ ８２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２５ ５５ ７０ ７７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８５ ９０ ９４ ９６

水体 Ｗａｔｅｒ ９８ ９８ ９８ ９８

滩涂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３２ ５８ ７２ ７９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７７ ８６ ９１ ９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３９ ６１ ７４ ８０

同时，引入坡度因子对 ＣＮ 值进行修正［３０］：

ＣＮ２ｓ ＝
（ＣＮ３ － ＣＮ２）

３
·［１ － ２·ｅｘｐ（ － １３．８６·ｓｌｏｐｅ）］ ＋ ＣＮ２ （３）

ＣＮ３ ＝ ＣＮ２·ｅｘｐ［０．００６７３·（１００ － ＣＮ２）］ （４）
式中，ＣＮ２ｓ为修正后的中等前期土壤湿润程度下的曲线值，ＣＮ３为湿润前期土壤湿润程度下的曲线值， ｓｌｏｐｅ 为

坡度值。 基于此获得研究区基期、近期、远期三种情景平均前期土壤湿润程度下的 ＣＮ 值空间分布，从而确定

不同暴雨致灾危险性情景下的径流分布格局。
流域径流的运移汇流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时空过程，难以用数学或物理方程严格地描述洪水的演进，现有

的水文学模型大多通过求解圣维南方程来计算非恒定水流汇流，进而模拟流动水体的深度分布［３１］；基于 ＧＩＳ
的洪水淹没模型则多基于 ＤＥＭ 数据，采用种子蔓延的搜索算法判断 ＤＥＭ 区域内每一点四邻域或八邻域的流

动方向，在考虑连通性的条件下求解洪水淹没的连续平面，，从而模拟自然地表水流沿坡度最陡方向由高处向

低处流动的规律并获得淹没区范围［３２⁃３３］。 这些求解方法过程大多相对复杂，且难以反映可能的最大淹没水

深。 等体积淹没算法的基本思想则是基于径流汇水过程中地表水流从海拔高处向低处汇集的重力特性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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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起伏情况，以径流总量与洪涝淹没范围内水量体积相等的原理来模拟洪水的淹没范围［３４］，属无源淹没分析

的常见算法，相对而言方法实用、便捷且能较快实现淹没区现状数据的空间分析，是反演洪涝灾害最大淹没水

深的重要途径，尤其适用于小尺度区域的洪涝情景模拟。 本文在 Ｐｙｔｈｏｎ 语言的支持下，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的 ３Ｄ 分

析工具函数，在考虑雨水管线的收集、存蓄与排水能力基础上，采用迭代算法将淹没区洪水总体积逼近流域地

表径流总量以获得淹没区域水平面的高程值，从而实现城市暴雨洪涝情景模拟。
２．４　 城市暴雨洪涝灾害脆弱性分析

暴雨洪涝灾害脆弱性是承灾体对暴雨洪涝灾害敏感性、恢复力与暴露性的综合表征，是城市暴雨洪涝灾

害风险评估的基础。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情景分析确定的 ８ 种土地利用类型构建土地利用承灾体脆弱性函数，
需确定各土地利用类型对暴雨洪涝灾害致灾因子强度的损失变化关系，本文选取较为常用的淹没水深度量洪

涝灾害风险的致灾胁迫强度。 对于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由于其内部组成及耐水特性存在差异，相同淹没水

深胁迫下的损失率会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淹没水深增大，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损失率变化也会有所不同。 一

般来说，对于特定的承灾体，致灾因子强度越大，承灾体的损失率越高，即致灾因子的发生概率越小，承灾体的

损失越大［３５］。 许多学者对洪涝灾害土地利用类型脆弱性函数的研究证实了类似的变化关系。 例如，Ｅｌｓｎｅｒ
等给出了不同淹没水深下畜牧业、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仓储、建筑和汽车等不同用地类型的损失变化关

系［３６］，Ｊｏｎｋｍａｎ 等分析了洪涝淹没水深与建筑物及屋内设施的损失关系［３７］，Ｓａｎｄｅ 等给出了冬小麦、工业、道
路与居住建筑 ４ 种用地类型在不同淹没水深下的损失率变化关系［３８］。 这些研究数据虽来自不同国家且土地

利用分类体系存在较大差异，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淹没水深的响应变化存在一定的共性规律，能够为暴雨

洪涝灾害土地利用类型脆弱性函数的构建提供参考。
Ｃｏｔｏ 在对哥斯达黎加地区 ３３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耐水特性评估的基础上，给出了各土地利用类型在四种

不同淹没水深下的脆弱性值［３９］，是目前基于土地利用分类的脆弱性赋值较为详细的研究案例。 本文基于暴

雨洪涝灾害土地利用承灾体脆弱性对淹没水深的响应变化特征，重点参考该研究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洪涝灾

害脆弱性函数，并借鉴其他相关研究成果［４０⁃４１］，构建城市暴雨洪涝灾害不同淹没水深下土地利用类型的脆弱

性函数值（表 ２）。 其中，水体、滩涂、未利用地和林地脆弱性相对较小，耕地、园地、草地和建设用地的脆弱性

较高；且随着淹没深度的增加，建设用地的脆弱性明显增大，反映出建设用地对暴雨洪涝灾害较高的脆弱性。
同时，由于等体积淹没算法模拟的是最大可能淹没深度，一定意义上表征像元尺度的累积洪峰流量深度，因而

脆弱性函数中的淹没水深胁迫也可视为通过像元的累积淹没水深，而非真实淹没中的静态淹没深度。

表 ２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暴雨洪涝灾害脆弱性函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不同淹没水深下脆弱性函数值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ｄｅｐｔｈ

＜０．１ ｍ ０．１—０．５ ｍ ０．５—１．５ ｍ １．５—３．０ ｍ ＞３．０ ｍ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０．０１ ０．２ ０．５ ０．７ ０．８

园地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０ 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０．０５ ０．３ ０．６ ０．８ ０．９

水体 Ｗａｔｅｒ ０ ０ ０ ０．０５ ０．１

滩涂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０ ０．０１ ０．１ ０．１５ ０．２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０ ０．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５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２ ０．３ ０．５ ０．６ ０．７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情景

以解译的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５ 期土地利用图为基础数据，在 ＣＬＵＥ－Ｓ 模型空间配置模块软件 Ｄｙ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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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ＣＬＵＥ 支持下，获得 ２０１１ 年起未来 １０ 年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情景（图 ３）。 同时，为检验模型模拟结果的可

靠性，将 ２０１３ 年模拟结果与解译结果进行空间对照，并在深圳市范围内随机抽取 １００００ 个验证点进行模拟精

度检验。 结果显示 ２０１３ 年模拟的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总体精度为 ７８．６％，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６７９，说明 ＣＬＵＥ
－Ｓ 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情景，基本能够满足研究对土地利用情景精度的要求。

图 ３　 茅洲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结果（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ａｏｚｈ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对研究区 １９９５ 年以来土地利用变化格局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近 ２０ 年来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和结

构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大量的非建设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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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起未来十年间，受自然条件及土地利用空间管制政策约束，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率降低；土地利用

空间分布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建设用地面积缓慢增加，且多为现有建设用地周边的空间拓展；耕地和林地减

少缓慢，水体和湿地面积几乎没有变化，园地和未利用地减少较快，其中未利用地减少主要为推平未建的裸土

变为建设用地；随着城市公共绿色空间、绿色廊道等建设，草地面积呈微量增加的趋势。 同时，与 ２０１３ 年的建

设用地面积相比，２０１６ 年建设用地面积约增加 ５％，２０２０ 年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近 １０％，这两期土地利用情景

可作为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近期、远期情景。
３．２　 暴雨致灾危险性情景

基于各气象站点的概率密度曲线和超越概率曲线，确定十年遇、二十年遇、五十年遇和百年遇四种重现期

情景下的暴雨致灾危险性，采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方法获得研究区 ４ 种致灾危险性水平下的连续三日累积降水

量空间分布（图 ４）。 结果显示，连续三日累积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在十年遇危险性水平下总体较为均一，全区

平均为 ４８．５６ｍｍ，标准差仅为 ０．１２，呈现西部地区略高于东部地区的趋势，反映出茅洲河流域作为降雨较为充

沛的沿海地区，十年遇连续三日累计降水事件在空间上差异不大；二十年遇呈现由南向北递减的趋势，全区平

均为 ７７．７２ｍｍ，标准差为 ０．５２；五十年遇呈现东南向西北地区递减的趋势，全区平均为 １２１．５４ｍｍ；百年遇分布

格局与五十年遇基本类似，全区平均为 １５９．３３ｍｍ。 同时，随着年遇型水平的增加，连续三日累计降水量呈现

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高值区的空间动态来看，十年遇水平下高值区集中于流域西部，但与中东部地区差异

不是很明显；二十年、五十年和百年遇水平下，高值区主要集中于南部上游石岩水库子流域地区，这与该地区

海拔相对较高的微地形及大区域海陆关系密切相关。

图 ４　 茅洲河流域不同重现期连续 ３ ｄ 累积降水量空间分布（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百年遇）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ａｙ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１０ａ， ２０ａ， ５０ａ ａｎｄ １００ａ）

３．３　 暴雨洪涝情景

基于对研究区连续三日累积降水量超越概率的分析，选取重现期为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和百年遇水平作

为暴雨致灾危险性情景，分别对应概率水平为 ０．１、０．０５、０．０２ 和 ０．０１。 同时，基于对深圳市过去 ２０ 年土地利

用变化的趋势分析，模拟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选取作为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精度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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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为基期土地利用情景，考量未来建设用地增长的时空过程，确定与基期相比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５％为

近期，增加 １０％为远期，发现基本对应于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的建设用地面积总量，基于此确定 ＣＬＵＥ－Ｓ 模型模

拟的 ２０１３ 年土地利用空间分布为基期土地利用情景，２０１６ 年为近期土地利用情景，２０２０ 年为远期土地利用

情景。 四种暴雨致灾危险性情景与三期土地利用情景的交叉组合构成暴雨洪涝致灾、承灾的 １２ 种模拟情景

（表 ３）。

表 ３　 茅洲河流域暴雨洪涝情景设定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 ｆｌｏｏｄ ｉｎ Ｍａｏｚｈ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土地利用情景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暴雨致灾危险性情景 Ｓｔｏｒｍ ｈａｚａｒ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十年遇
Ｏｎｃｅ⁃ｅｖｅｒｙ⁃ｔｅｎ⁃ｙｅａｒ

二十年遇
Ｏｎｃｅ⁃ｅｖｅｒｙ⁃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

五十年遇
Ｏｎｃｅ⁃ｅｖｅｒｙ⁃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

百年遇
Ｏｎｃｅ⁃ｅｖｅｒｙ⁃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

基期（２０１３ 年）
Ｂａ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２０１３） Ｂ＿Ｙ１０ Ｂ＿Ｙ２０ Ｂ＿Ｙ５０ Ｂ＿Ｙ１００

近期（２０１６ 年）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２０１６） Ｓ＿Ｙ１０ Ｓ＿Ｙ２０ Ｓ＿Ｙ５０ Ｓ＿Ｙ１００

远期（２０２０ 年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２０２０） Ｌ＿Ｙ１０ Ｌ＿Ｙ２０ Ｌ＿Ｙ５０ Ｌ＿Ｙ１００

　 　 以字母“Ｂ”、“Ｓ”、“Ｌ”分别表征土地利用情景的基期（Ｂａ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近期（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和远期（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以字母“Ｙ”加

数字表征不同年遇型（Ｙｅａｒ）的暴雨致灾危险性情景，两者以下划线“＿”相连共同表征 １２ 种暴雨洪涝情景，并作为本文风险情景分析的指代基础

基于构建的 １２ 种暴雨洪涝致灾、承灾交互情景以及对应情景下 ＣＮ 值的空间分布，采用 ＳＣＳ 模型经典算

法，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支持下分别计算像元尺度的径流深空间分布（图 ５）。 结果显示，各情景下茅洲河流域径流

深的空间分布与降水量的空间分布相比，受下垫面条件影响更大，区域内径流深的相对高值区主要为建设用

地、水体等用地类型区；随着暴雨致灾危险性的重现期由十年遇增加至百年遇，区域径流深呈现明显的增加趋

势；对于同等强度的致灾影响，随着建设用地等城市不透水面增加，流域总径流量也增加明显。
基于 １２ 种情景下茅洲河流域径流深的空间分布，综合考虑城市雨水管线等排水设施的存蓄、收集与泄洪

能力影响，在 ＤＥＭ 数据辅助支撑下采用等体积淹没算法，分析各情景下茅洲河流域的最大可能淹没范围和深

度。 结果显示，各情景下暴雨洪涝的淹没范围主要位于茅洲河中游燕川村子流域和下游共和村子流域的平原

地区，以及上游石岩水库子流域地势较低的低丘盆地，总体上与茅洲河流域内雨水管线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

一致；最大淹没深度的高值区出现于茅洲河中上游二级子流域的出水口附近，其空间分布与等体积淹没算法

在坡降比较大流域应用的局限性相关，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二级子流域出口处的洪峰流量分布，
对于加强地下管网排水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空间指示意义。

为检验各情景下城市暴雨洪涝淹没范围的模拟精度，系统梳理深圳新闻网、深圳都市网等相关媒体对城

市易涝点的报道，基于其对易涝点位置的描述，在电子地图辅助下还原内涝点空间位置。 媒体报道显示，深圳

市全市共有大小内涝点约 ２６８ 个，主要集中于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和坪山新区的部分街道，内涝面积约

８０ ｋｍ２ ［４２］；从流域分布来看，茅洲河流域内易涝点共计 １８ 个，主要位于下游共和村子流域、中游燕川村子流

域的平原地区，以及上游石岩水库子流域的盆地区域，与雨水管线的空间分布格局高度一致，这些地区也是建

设用地的集中连片区，足见茅洲河流域内雨水管线的排水能力尚显不足。 由于对易涝点的媒体报道仅说明为

内涝的易发区，未给出具体的暴雨事件和强度，因而难以确定各易涝点城市内涝发生时的降水量和流域径流

分布，考虑到暴雨洪涝灾害发生时日降水量通常在 ５０ｍｍ 以上，故以茅洲河流域暴雨洪涝灾害风险模拟的 Ｂ＿
Ｙ２０ 情景作为精度分析的模拟情景表征，即将易涝点用以验证基期土地利用情景下发生二十年遇暴雨事件的

淹没范围精度。 此外，由于媒体报道的内涝点多位于立交桥等城市微地形地区，在 ３０ｍ 分辨率 ＤＥＭ 数据上

难以有效反映，且新闻报道的内涝点位置多以描述为主，较多易涝点难以确定发生内涝的准确空间分布与范

围；考虑到通常城市内涝的发生成片区状分布，如果易涝点周边 ６００ｍ（２０ 个像元）范围内存在情景模拟中的

淹没像元，则认为模拟的城市内涝淹没区域与媒体报道的真实易涝点分布基本一致，定义验证情况为“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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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情景下茅洲河流域径流深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Ｍａｏｚｈ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以字母“Ｂ”、“Ｓ”、“Ｌ”分别表征土地利用情景的基期（Ｂａ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近期（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和远期（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以字母“Ｙ”加

数字表征不同年遇型（Ｙｅａｒ）的暴雨致灾危险性情景，两者以下划线“＿”相连共同表征 １２ 种暴雨洪涝情景，并作为本文风险情景分析的指代

基础

则情景模拟的淹没范围未准确反映真实的内涝分布，定义验证情况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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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茅洲河流域暴雨洪涝淹没情景精度验证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Ｍａｏｚｈ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Ｂ＿Ｙ２０ 情景下易涝点验证情况如图 ６ 所示。 结果

显示，媒体报道的茅洲河流域内易涝点与情景模拟的淹

没范围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 １８ 个易涝点中验证情

况为“１”的易涝点有 １１ 个，验证精度 ６１．１％，一定程度

上说明本文基于 ＳＣＳ 模型模拟流域的径流深空间分布

并采用等体积淹没算法模拟暴雨洪涝淹没的过程分析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３．４　 暴雨洪涝灾害风险

基于确定的评估框架对 １２ 种致灾、承灾的交互情

景下茅洲河流域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进行评估，并采用等

间隔的分级方法将风险值分为低风险（０＜Ｒ＜０．３３）、中
等风险（０．３３≤Ｒ＜０．６６）以及高风险（０．６６≤Ｒ＜１）３ 个风

险等级水平（图 ７），以表征暴雨洪涝灾害的相对风险等

级。 结果显示，对于特定的土地利用情景，随着暴雨致

灾强度的增加，暴雨洪涝灾害的风险范围呈明显的扩大

趋势；十年遇情景下高风险区主要位于茅洲河流域中游

的平原地区，随着暴雨致灾强度的增加，高风险区大面

积拓展至中下游平原区域，在石岩水库子流域也出现高

风险区，表明暴雨致灾危险性的增加是暴雨洪涝灾害风

险加剧的根本原因。 而在特定的暴雨致灾危险性情景

下，随着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洪涝灾害高风险区也呈现较为明显的增加趋势，主要体现为淹没水深增大及土

地利用类型转变为脆弱性较高的地类，区域整体风险水平上升。 因此，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引起流域径流、汇流

过程及承灾体脆弱性的非线性综合变化，共同作用导致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加剧。
为便于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的影响，本文对茅洲河流域 １２ 种暴雨洪涝灾害情景

下各等级风险的面积进行统计（图 ８）。 结果显示，对于每一种暴雨致灾情景，随着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中等风

险和高风险区面积均呈现较为明显的增加趋势，低风险区面积呈现一定下降的趋势，即部分低风险区、中等风

险区风险水平升高为中等、高风险。 尽管四种暴雨致灾危险性重现期情景下，中等风险和高风险区面积的增

加率与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率不完全相等，但是两者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协同变化特征。 以五十年遇危险性

水平为例，随着建设用地面积由基期的 １５３６８．８５ｈｍ２增加至近期 １６０７６．０７ｈｍ２和远期 １６７５０．８９ｈｍ２，高风险区

面积由 ２５４．０７ｈｍ２增加至 ２７６．４８ｈｍ２和 ２８６．２ｈｍ２，表明区域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会引起流域径流、淹没范围及深

度增大，以及暴雨洪涝灾害土地利用承灾体脆弱性升高，因而以建设用地增加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土地利用变

化对区域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的影响不容忽视。

４　 结语

本文以深圳城市内涝的典型地区———茅洲河流域为例，基于构建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和暴雨致灾危险性

情景，采用“风险（Ｒ）＝ 致灾因子（Ｈ）×脆弱性（Ｖ）”的评估框架，综合运用 ＣＬＵＥ－Ｓ 模型、ＳＣＳ 模型及等体积淹

没算法等对 １２ 种暴雨洪涝致灾－土地利用承灾情景下的城市暴雨－入渗－产流－汇流－洪涝等过程进行模拟，
并对相应的灾害风险进行定量评估，是对景观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自然灾害发生演变及其风险评估的积极尝

试，有助于明晰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生态风险的影响机理和耦合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暴雨致灾危险性的增加，暴雨洪涝灾害高风险区面积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而对于相同的暴雨致灾危险

性情景，随着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暴雨洪涝灾害中等风险和高风险区范围也呈现较为明显的增加趋势，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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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情景下茅洲河流域暴雨洪涝灾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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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非线性协同变化关系。 以五十年遇危险性水平为例，建设用地面积由基期的 １５３６８．８５ｈｍ２增加至近期

１６０７６．０７ｈｍ２和远期 １６７５０．８９ｈｍ２，高风险区面积由 ２５４．０７ｈｍ２增加至 ２７６．４８ｈｍ２和 ２８６．２ｈｍ２。 这表明尽管暴

雨是区域暴雨洪涝灾害的主要致灾因子，以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生态用地面积减少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土地利

用变化，将引起地表径流量及淹没区面积和淹没水深增大；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暴雨洪涝灾害响应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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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茅洲河流域暴雨洪涝灾害风险情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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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圆形大小及注记表示风险区面积

因此，在加强易涝区地下管网存蓄泄洪能力建设的同时，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是
增强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防范能力的重要景观途径。

然而，限于数据可得性等因素制约，论文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不足，主要包括：（１）未能将城市地域排水能

力的空间差异及其时间动态影响纳入流域汇流及洪涝灾害的模拟。 暴雨洪涝灾害的形成与区域雨水管线等

排水设施的能力密切相关，本文在洪涝灾害淹没范围模拟时，仅在参考雨水管线的管径、材质等属性信息基础

上确定区域雨水管线的综合存蓄与泄洪能力，未能进行排水能力的动态过程模拟，使得模型模拟存在一定的

误差，下一步可基于雨水管线等排水设施的综合影响进行动态模拟；（２）未能细分城市建成区内不同类型建

设用地的影响。 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建设用地可细分为住宅、商服、教育、交通等多种用地类型，不同类型建设

用地的耐水性和脆弱性存在较大差异。 但不同建设用地类型难以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系列遥感数据反演获取并进行

变化情景的模拟，在社区等小尺度区域开展研究时可考虑对建设用地进行细分。 此外，本文在模拟数据精度、
模拟模型优化及情景仿真分析等方面也有一定不足，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将深入探讨并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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